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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分析视角下基层政策执行多重逻辑探析
———以精准扶贫中的“表海”现象为例

孙宗锋a，b，孙 悦 b

（山东大学 a.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 b.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山东青岛 266237）

摘要：精准扶贫政策在具体执行中何以深陷“表海”？本研究从组织分析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回答，沿着

“组织分析维度———基层组织运行特征———基层政策执行逻辑———基层政策执行样态”的思路，构建本文

的理论分析框架；运用田野观察与深度访谈的方法，以山东省 L县及其下辖 S镇为个案进行分析，从组织

内部、组织间关系、组织外部环境三个维度出发进行研究；发现：由于基层组织自身的工具理性及技术治

理模式、上下级间的压力型体制带来的负向激励与强力问责、基层行政组织外部场域的特征，使基层的精

准扶贫政策执行呈现出技术、避责、场域三重逻辑。它们共同作用于基层的政策执行，导致精准扶贫深陷

“表海”；十八大之前技术逻辑占主导，之后避责逻辑渐趋凸显，场域逻辑则是一直存续于基层政策执行之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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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扶贫中的“表海”困境

改革开放四十年是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并逐步

消除贫困问题的四十年。特别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

来，以政府为主导的国家扶贫开发策略经过多次调

整，不断缩小帮扶单位，从区域扶贫到县域扶贫，再

到村域扶贫、户域扶贫，扶贫开发不断走向精准化。

2013 年 11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湘西考察时首

次提出“精准扶贫”，随后做出的“六个精准”、“五个

一批”、“四个切实”等系统阐述，使精准扶贫从思想

层面正式转化为国家政策。政策实施 5 年来，脱贫

成效显著，2018 年我国贫困人口减少 6800 多万，

贫困发生率由 10．2％下降到 3．1％①。

回顾扶贫开发的实践路径，精准扶贫作为自上

而下的政策设计进入农村社会，其政策实效依赖于

基层政府组织的执行与落实。那么基层是如何“上

传下达、令行禁止”的？在基层政府决战精准脱贫的

关键时期，面对“上面千根线、下面一根针”的工作

实态，扶贫过程中浮现出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即

以提升扶贫工作精准度为目的设计的扶贫表格淹

没了精准扶贫工作，导致精准扶贫工作深陷“表

海”。一时间，各主流媒体关于“表格扶贫”的新闻频

见于网络：“打印表格用坏村里 3 台打印机”②，“为

迎接检查团花费 10 多万表格打印费”③，“驻村书记

‘5＋2’‘白加黑’填写表格”④……这个问题更引起了

国家层面的高度重视，中共中央、国务院在通知、指

导意见和集体学习中屡次提到扶贫工作中的填表

报数问题（如表 1 所示），由此可见问题紧迫性与研

究必要性。

扶贫表格设计的初衷是提升政策精准度、强化

监督考核力度。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表格却导致

了诸多困境，滑向了形式主义的泥潭，使得媒体批

判、基层抱怨、贫困户不满。为什么一个为了政策精

准而设计的工具反而束缚了政策执行的进程？面对

这一矛盾，本文提出核心研究问题：精准扶贫深陷

“表海”，填表变为基层（本文所指的基层为县、乡级

政府）执行扶贫政策的主要方式，该种行为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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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层逻辑是什么？

在实现政策目标的过程中，方案确定的效能只

占 10％，而其余的 90％取决于有效的政策执行[1]，

而同时 Montjoy 和 O＇Toole 认为执行问题可以被视

为组织问题[2]，重复再现的组织现象是建筑在稳定

持续的组织制度基础之上和相应的组织环境之中

的[3]。虽然可以从众多角度对精准扶贫中的“表海”

现象进行解读，但是本文试图从组织分析的视角提

出一个基层政策执行行为逻辑的解释框架，运用组

织研究的理论架构、分析思路加以阐述，并特别关

注基层组织运行特征赋予其自身的行为逻辑。同

时，本文在研究取向上着眼于组织的行为表征与内

在规律，侧重回答“为什么”而非“如何做”的问题。

2 文献梳理：组织分析视角下的政策执行
政策执行是政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与步

骤[4]，它直接关乎政策目标的实现与否。直到二十

世纪中叶，人们对政策科学的关注点仍然停留在政

策制定及政策评估之上[5]。对政策执行的关注源于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伟大社会”改革遭遇的严

重挫败，由此政策科学家们开始反思为何好的政策

未能在执行中获得成功[6]。

Goggin 认为，学界关于公共政策的研究可以分

为三个阶段[7]。第一个阶段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

Pressman 与 Wildavsky 的《执行：华盛顿的伟大政

策期望如何在奥克兰失败的》一书被视为政策执行

研究的滥觞，这个阶段的政策执行研究采用案例分

析的方法探讨执行中的障碍、冲突与失败问题。20

世纪 80 年代是政策执行研究的第二个阶段，Gog－

gin 认为在这个阶段“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

种分析框架形成并在政策执行领域产生了持久的

影响。自上而下模型关注顶层政策制定者以及政策

执行与上级制定政策的一致程度[8]。自下而上模型

更强调基层官员在执行政策中的作用，如街头官僚

的自由裁量权使他们成为能够进行公共资源再分

配的关键行动者[9]。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途路

径极大地扩展了人们对政策执行的认知范围，但没

有形成统一认可的理论模型。政策执行研究的第三

个阶段兴起于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这一阶段的政

策科学家尝试将两种研究路径进行整合，如 Winter

的整合执行模式、Goggin 提出政策执行的府际关系

模型、Sabatier 的政策执行倡导联盟框架以及

Richard Matland 构建的“模糊－冲突模型”等。

在 Goggin 描述政策执行研究全景图的基础

上，丁煌概括出了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有关政策执

行研究的重要研究视角，包括政策执行的组织理

论视角、网络分析视角、制度分析视角、阐释性视

角[10]。本文正是在政策执行的组织分析视角下关注

精准扶贫政策执行中的“表海”问题。既有研究从组

织内部、组织间关系、组织环境三个维度分析了组

织因素对政策执行的影响：

（1）从组织内部因素来看，Dunsire 认为官僚机

构自身的特点造成了政策执行的问题，高度复杂和

程序化的组织运作使被传递、加工的政策执行信息

失真[11]。周雪光以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为例，在肯定

结构稳定、高度动员的官僚组织机制对保障政策有

效执行的同时，也看到了交易成本、有限理性、制衡

缺失等组织局限性可能造成的执行失败[12]。同时，

官僚组织作为一个技术系统，使政策执行演化为无

涉价值的技术过程[13]。

（2）从组织间关系来看，政府组织间的纵向、横

向关系是研究政策执行效果的重要因素。压力型

体制是我国官僚组织政策执行过程的基本制度框

时间 文件/集体学习 重要内容

2016.10.27 《国务院扶贫办关于解决扶贫工作中形式主义等问题的通知》
减少不必要的检查评估、填表报数、挂图标牌。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加强对脱
贫攻坚信息管理，减少纸质表册。

2017.7.21 《国务院扶贫办关于进一步克服形式主义减轻基层负担的通知》
减少基层重复填表报数。各地扶贫部门要充分利用建档立卡信息系统，严禁层
层增加指标和填报频次，切实减轻基层填表报数负担。

2018.6.15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
注重工作实效，减轻基层工作负担，减少村级填表报数，精简会议文件，让基层
干部把精力放在办实事上。

2018.11.26 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体学习
要把干部从一些无谓的事务中解脱出来。现在，“痕迹管理”比较普遍，但重“痕”
不重“绩”、留“迹”不留“心”；检查考核名目繁多、频率过高、多头重复；“文山会
海”有所反弹。

2019.3.11 《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
着力解决督查检查考核过多过频、过度留痕的问题。不得随意要求基层填表报
数、层层报材料，不得简单将有没有领导批示、开会发文、台账记录、工作笔记等
作为工作是否落实的标准。

表1 国家针对扶贫工作填表报数问题的相关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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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14]，上级政府以指标体系为核心，以责任体系为

基础，以考核体系为动力，对目标任务进行分解，将

压力层层传导，确保组织任务的完成[15]。周黎安的

行政发包制同样刻画出上下层级的官僚组织间下

达任务、分解指标、层层加码[16]、量化考核等深层次

特征[17]。在压力型体制环境中，下级政府会通过变

通[12]、选择性执行或与上级政府共谋[3]，或直接打破

常规机制以运动型治理机制[18]的策略来执行政策，

以彰显政绩或求得自保。从横向关系来看，地方政

府间会展开以 GDP 发展为核心的竞争，这是晋升

锦标赛机制的体现[19]。

（3）从组织环境来看，组织与外部环境的互动

形塑了政策执行的方式与效果。钟兴菊以退耕还林

政策为例，分析政策基层执行主体如何运用村民的

体验性知识和实践经验实现规范性政策文本的解

读并推动政策变通执行[20]。倪咸林提出乡镇免征农

业税的政策执行生态也导致了治理资源的缺失和

基层政策执行手段的异化[21]。

既有研究成果展现了组织分析视角下我国官

僚组织政策执行过程中尤为丰富又充满特色、纷繁

复杂又互相矛盾的图景。但随着政策实践的不断深

化，无论从组织内部、组织间关系或组织环境任何

单一维度梳理政策执行背后的行为逻辑，都显得力

所不逮，极富张力的政策执行行为呼唤一个更为统

合的理论分析框架。具体到精准扶贫政策领域，关

于扶贫政策执行问题的研究是重要关切，已有研究

主要集中在以下四方面：一是精准扶贫政策的瞄准

偏差。基层政策执行主体的对焦失败[22]、政策合法

性缺失引起的模糊与冲突[23]、国家总体话语与基层

社群伦理的分歧[24]等限制了扶贫政策的精准识别。

二是精准扶贫政策的执行手段。构筑精准扶贫大数

据管理平台[25]、实行基于贫困人口“生境”块数据的

大数据关联整合[26]是信息化时代推动政策执行智

能化、数据化的有效手段。三是政策执行中的技术

治理。学者们注意到了扶贫政策执行的技术导向可

能导致的工具主义思维[27]、数字无效悬浮[28]和扶贫

吸纳治理[29]等问题，折射出执行意图与贫困群体真

实诉求间的内在矛盾。四是置于农村场域中的政策

执行案例深描。通过对扶贫治理实践的横向考察，

提炼政策执行的可能逻辑。

已有研究并未对“表海”问题做深入研判，同时

现有研究成果未能有力解释本文的核心研究问题，

即精准扶贫深陷“表海”背后的基层政策执行逻辑。

在精准扶贫的研究领域中，缺少从政策执行的组织

分析视角对问题的审视，而扶贫深陷“表海”的现象

必然有它独特的制度环境和组织基础。因此，本文

以组织分析作为研究工具，将基层政策执行视为组

织行为，从组织内部、组织间关系及组织外部环境

三个维度分析基层组织特征对政策执行造成的影

响，提炼基层政策执行的行为逻辑，构筑新的问题

解释框架。本文选择山东省 L县及下辖 S镇作为分

析对象，以实地访谈调查所获资料作为框架的佐证

展开个案研究，以小窥大地检视我国扶贫政策执行

的组织行为样态及背后的实践逻辑。

3 基层政策执行的多重逻辑：
一个分析框架

本文提出的政策执行逻辑是指在官僚制组织

的政策执行过程中稳定存在并呈现出规律性的行

为机制。从根本上说，政策执行是一种组织行为，在

组织内部、组织间关系及组织外部环境三个不同维

度下进行查验，可以发现基层组织多样丰富的运行

特征，正是这些运行特征导致了基层政策执行的多

重逻辑。下文将从组织分析的三个维度出发，沿着

“组织分析维度———基层组织运行特征———基层政

策执行逻辑———基层政策执行样态”的思路，构建

起一个剖析基层政策执行多重逻辑的理论分析框

架。

3.1 工具理性下的技术逻辑

从组织内部特征的维度来看，官僚制下政策执

行组织的工具理性及其衍生出来的技术治理形成

了基层政策执行的技术逻辑。对工具理性来说，一

切问题都是技术性的。具体到组织中，工具理性就

是组织成员在充分认识和把握组织活动本质与规

律的基础上，用程序性、可操作性、实效性的规则体

系与技术手段来框定组织生活构架、实现组织目的

的方式。现代官僚制是工具理性的典型形式，它集

中体现了工具理性的特征：官僚制体制设计与制度

安排从属于效率第一的目标，它排除了价值因素的

干扰，不关心对目的本身的任何理性讨论，只关乎

手段的协调与有效。工具理性催生了政策执行组织

对技术治理的强烈需求，由于技术治理与工具理性

的内在契合性，使得技术治理成为组织实践工具理

性的关键，本文将技术治理中基层政策执行组织的

行为逻辑称为技术逻辑。

技术治理已经成为当前中国政策实践和社会

治理领域改革的主导逻辑 [30]，那么何为技术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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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治理”的原意是“操控”与“掌舵”，其中隐含

技术之义，技术让事物从“潜在”形态转变为“实在”

形态，通过复杂性的化简使事物显露出来[31]。因此，

精准扶贫情境中的技术治理即为基层组织对村域

贫困状况的复杂性化简，在技术治理作用下，错综

的贫困维度被持续简化，庞杂的信息量被不断压

缩，最后成为一个数字。技术逻辑思维下的基层政

策执行有两个表现：

（1）精准扶贫中的数字生产。贫困人员的识别

与扶贫资源的分配是精准扶贫的要义所在，而这个

目标的达成依赖于以各类表格为载体的数字生产，

通过建档立卡、量化考核、程序管理等各式各样的

表格，基层填平了政策设计者与执行者之间的信息

鸿沟，稳妥地完成了对象认定与资源分配的工作。

同时，基层政策执行者赋予这些数字以信息化、逻

辑化特征，即将全部扶贫数据录入统一的全国扶贫

开发信息系统，使扶贫对象、扶贫行动、扶贫考核等

都得到立体的呈现；并且数据之间确保逻辑关系自

洽，能够进行一定的逻辑运算。

（2）政策执行中的技术吸纳治理，指的是基层

把扶贫问题简化为过程性的技术问题，强调以各类

表格为表征的技术过程的规范与严谨，以事为本的

价值取向压倒了扶贫治理中的人本关怀。依法从

规、照章办事本是官僚组织运作的基础，但组织人

员可能内生出目标替代，把作为手段的规则服从变

成最终目的，工具价值转化为最终价值。在技术治

理中，扶贫工作的落实依赖于标准化的指标体系设

计与表格，而基层对规则的遵从逐渐异化为完成任

务本身，忽视了背后的价值理性。

技术逻辑在基层政策执行中被奉作圭臬，但有

必要对它的影响进行客观分析。一方面，要肯定技

术逻辑下，各类表格对于提升扶贫政策精准性的重

要贡献，通过扶贫表格的数字生产，弥补了基层贫

困数据的缺失，强化了国家的基础信息能力建设，

这对于改善扶贫绩效、推动贫困治理向精准化转变

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不能忽视技术逻辑可能

造成的精准扶贫政策设计的靶向目标偏离。基层组

织在一些重复、冗余的表格台账整理上花费了过多

的行政成本、人力成本、办公材料成本，数字生产并

不能产生扶贫实效。这些表格主要是出于应对上级

考核的需要，考核过后材料便被封存，没有作为基

层因户施策的决策依据，这就导致了基层政策执行

中的数字悬浮[28]。

3.2 压力型体制中的避责逻辑

从组织间关系的维度来看，官僚组织间的压力

型体制结构及附属在体制上的超高压问责和负向

强激励特征形成了基层政策执行的避责逻辑。荣敬

本等提出了压力型体制的概念，所谓“压力型体制”

是指一级政治组织（县、乡）为了完成经济赶超，完

成上级下达的各项指标，而采取的数量化任务分解

的管理方式和物质化的评价体系。围绕量化的指标

任务，压力型体制的运行可分为四个阶段，即指标

与任务的确定、派发、完成和评价[14]。根据这个定义

可以从两个方面把握压力型体制的概念：（1） 以目

标管理责任制为运作方式。在扶贫工作中，上级政

府将扶贫指标量化分解后下派给下级政府，并签订

目标责任书以责令下级政府如期完成。但在任务传

导过程中各级政府会层层加码、逐级施压，以确保

脱贫人口与扶贫项目的满额甚至超额完成，尽可能

在任期内积累晋升的政治资源。（2）重视考核与问

责。精准扶贫中的精准考核用细致的量化指标来分

解考核内容，使考核更加精细与可操作化。而考核

不过关的会实行“一票否决”制，这也让问责成为高

悬在每个执行责任人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压力型体制凭借政治动员充分发挥了集中力

量办大事的优势，使精准扶贫政策通过压力的层层

传导得到了较好的贯彻与落实。但这种体制亦存在

不足，其限度尤其体现在基层组织中政策执行人员

压力与动力的失衡：一票否决会使基层高度紧张、

精疲力竭，以致推卸责任求得自保。在精准扶贫工

作中，当压力型体制下的目标设置、负向激励与强

力问责超过了基层政府的现实条件和实际能力，这

时就会诱发避责行为。

一般认为，20 世纪 80 年代的制度学派学者肯

特·韦弗是避责行为的最早研究者之一。他将政府

官员的动机划分为邀功（Credit Claiming）、善政

（Good Policy）和避责（Blame Avoidance），认为官员

的行为特征已打破传统意义上的追求功绩最大化，

而是谋求责任最小化，并构建了政府官员“追求连

任和晋升最大化”的行为假设[32]。越来越多的学者

也达成了学理性共识———全球性的避责时代已经

开启。尤其在党的十八大之后，行政问责强度不断

升高，避责逐渐取代邀功成为政府官员行为的主要

特征。倪星等从时间序列、传导方向两个维度分析

了基层政府的避责行为[33]。在时间序列维度上，避

责行为可分为事前主动选择和事后被动应对，基层

扶贫政策执行人员多采用前者，即在扶贫考核尚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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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消极结果之时，主动地生产表格、填写表格并

将上级临时下发的所有表格纳入未来常规工作中，

这使表格数量渐增并重复冗余；在传导方向维度

上，避责行为包括纵向避责和横向避责，压力型体

制下基层执行组织多是纵向避责，即面对上级政府

的高压督查，基层政府通过做实台账、材料留痕、填

表迎检的方式来消解潜在的问责风险。

避责逻辑下的基层政策执行行为存在弱化精

准扶贫政策效果的可能性。首先，基层在避责导向

下，生产了大量重复、冗余的表格，作为形式主义的

产物，这部分表格并不能增进扶贫成效。其次，为了

应对上级的督查考核，基层在“留痕”上过度做文

章，使得供记录查证的“痕迹管理”异变为“痕迹主

义”。再次，基层将过多的精力放在迎评送检上，压

力陡增且耽误了正常的扶贫工作进程，演化出将扶

贫政策执行转化为应付上级考核的目标替代倾向。

3.3 乡村情境内的场域逻辑

从组织外部环境的维度来看，组织的政策执行

行为会因其所处环境（本文中具化为乡村情境）的

特征而被赋予相应的特点，同时组织的政策执行也

在重新塑造其外部环境。因此，本文中的“场域”指

向置于乡村情境中的基层政策执行组织与行政受

众两者之间进行互动的背景要素，场域逻辑描述的

是基层政策执行组织与乡村情境的彼此嵌入和互

构如何给基层政策执行行为带来影响和冲击。具有

高度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的乡村场域决定了组织必

须是一个开放性系统与权变性组织，场域逻辑下的

基层政策执行充溢着组织与其所处外部环境的互

动与适应。这里有必要先回归到对组织概念的定

义。斯科特从理性系统、自然系统、开放系统三个视

角出发对组织进行了解读。在开放系统的视角下，

他强调组织与组织周围以及渗透到组织内部的要

素之间的互惠性。权变理论正是开放系统观中重要

的理论分支，它关注的是任务环境的不确定程

度———那些影响输入流和输出流的因素[34]。因此，

不论是致力完成特定目标的组织还是以自我生存

为目标的组织都会受到其外部环境的影响，组织必

须重视与外部环境的关系处理。在基层扶贫工作

中，表格成为有效沟通乡村场域与基层政策执行组

织的桥梁。面对乡村场域中一系列的象征符号体

系，基层政府必须与贫困户达成共享的意义解释，

而扶贫表格成为实现话语链接、达成政策目标的重

要工具。

借由表格，场域逻辑下基层组织与外部环境在

扶贫政策执行中的互动呈现出两个向度。一方面，

组织根据环境的信息输入主动地调适自身的行为，

形成了以表格为选择的识别工具；另一方面组织也

将其自身的价值理念与行为方式输出到环境中，这

种地方性规则造成了瞄准偏差。

具体来说，第一个向度注重环境对组织的影

响。精准扶贫政策的核心在于扶贫对象的精准对焦

与扶贫资源的有效分配，所以瞄准是扶贫政策执行

的关键，它又常常以收入作为第一指标。但是考察

对象的收入恰恰是难以进行货币化测算的，农民的

收入来源多样，同时他们缺少记账的习惯与能力。

那么在这种环境下，政策执行组织为了实现精准识

别，设计了能够精细化统计农民收入的表格。

第二个向度强调组织对环境的形塑，即基层组

织将其自身的价值理念与行为方式输出到环境中。

精准扶贫政策在基层的执行，体现了政策下乡中党

和国家意识对农村社会的渗透。但农村社会并不是

完全由中央政策塑造出来的，农民毕竟生活在具体

的乡村场域中，所以农村社会还会受到地方政策的

支配，后者被称为“土政策”，指的是基层直接作用

于民众的地方性规则[35]。这种地方性规则将一套价

值理念与行为方式输出到环境中，会直接影响扶贫

政策的执行与效果，例如采用估计的办法测量贫困

户收入、扶贫治理中的腐败等都是地方性规则的体

现。但是这些地方性规则可能导致瞄准偏差。

综上所述，从组织内部、组织间关系、组织外部

环境三个组织分析的维度出发，可以相应提炼出基

层组织的运行特征，而这些特征又分别塑造了技

术、避责、场域三重行为逻辑，并最终形成了基层政

策执行的不同样态。基于此，本文构建了“组织分析

视角下基层政策执行的多重逻辑框架”（见图 1）。

在上述框架下，本文着重分析阐释 L 县及下辖 S 镇

的政策执行行为，并提出以下两个命题：

（1）基层组织在组织内部、组织间关系和组织

外部环境三个分析维度下呈现出的特征塑造了基

层政策执行的三重逻辑，即技术逻辑、避责逻辑、场

域逻辑。

（2）三重逻辑之间并非彼此割裂。以党的十八

大为节点，十八大之前，基层倾向创造更多绩效，技

术逻辑占主导；十八大之后，随着对问责的不断

强化，基层行为由邀功转向避责，避责逻辑成为主

导。同时，场域逻辑相对独立，持续地作用于组织行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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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从填表看扶贫：基层扶贫政策执行的
个案分析

在基层政策执行过程中，组织运行特征所决定

的技术逻辑、避责逻辑和场域逻辑相互交织，共同

作用于组织行为。本文拟运用上述理论框架，以 L

县及其下辖的 S 镇作为个案研究对象，剖析基层在

执行精准扶贫政策中的实际运作过程及其存在的

问题。

L 县位于山东省西南部，隶属 JN 市，总面积

964 平方公里，辖 14 个乡镇、街道，总人口约 80

万。L 县是 JN 市扶贫攻坚两大重点区域之一，全县

共有 140 个省定扶贫工作重点村，2014 年建档立

卡人口是 45348 人。S 镇是 L 县下辖乡镇，总面积

42．3 平方公里，辖 48 个自然村和 26 个行政村，现

有人口 39078 人。S 镇是省扶贫工作重点乡镇，全

县 140 个省定扶贫工作重点村中有 15 个村辖于 S

镇。2014 年，该镇建档立卡贫困户 2504 户，扶贫人

口为 4363 人，其中低保户人口 1356 人。

我们认为该镇与全省其他镇相比，并没有独特

的地方以至于难以复制和仿效。因此，基于该镇的

发现也对其他地区有一定的推广和借鉴意义。笔者

于 2018 年 7 月对 L 县、S 镇的扶贫政策执行过程

展开调查，文中材料主要来源于田野观察与深度访

谈。

4.1 基层政策执行的技术治理困境

L 县与 S 镇的精准扶贫政策执行过程勾勒出

基层在工具理性与技术治理掌控下的政策执行图

景，从精准识别到精准管理，再到精准帮扶和精准

考核的全过程都伴随着上级派发的表格与数字生

产，这背后隐含的是基层政策执行的技术治理困

境。图 2 描绘了在扶贫政策执行中一份表格的流转

过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基层的行为逻辑。

4．1．1 深陷“表海”的扶贫工作素描

为了实现扶贫政策的精准目标，上级政策设计

者通过技术治理来化解与基层政策执行者之间的

信息不对称问题，将各类表格台账作为手段，以数

字为测量核心，扶贫对象、扶贫行动、扶贫效果等均

以量化指标的形式呈现出来，并用相应的文本、照

片等材料加以佐证。据不完全统计，一个贫困户从

进入到退出共需要填报 20 多个表格。从最初的识

别到后期的考核，各个阶段都充斥着形形色色的表

格（如表 2 所示）。

2016 年，S 镇扶贫办成立，这个仅有三个人的

部门承担起了全镇 26 个村、4000 多贫困人口的扶

贫重任。在千头万绪的扶贫工作中，最让他们头疼

的是各级政府下发要求填报的各类表格。周黎安所

讲的行政发包制同样适用于扶贫中的数字生产过

程：省扶贫办作为数字的发包方希望获得更全面的

组织分析维度 基层组织
运行特征

基层政策
执行逻辑

基层政策
执行样态

组织外部环境

组织间关系

组织内部 工具理性
技术治理

压力型体制
激励与问责

开放性系统
地方性规则

技术逻辑

避责逻辑

场域逻辑

数字生产与悬浮
技术吸纳治理

表格重复冗余
痕迹主义隐现

使用表格进行识别
扶贫中的瞄准偏差

图1 组织分析视角下基层政策执行的多重逻辑框架

填写

纸质版签字盖章 各级各项检查

存档

录入电子系统 大数据对比

再次核实

反馈
核实 通过

不
通
过

图2 基层扶贫政策执行中的填表流程

JournalofPublic
M
anagem

ent

组
织
分
析
视
角
下
基
层
政
策
执
行
多
重
逻
辑
探
析

孙
宗
锋
等

21



第
十
六
卷

第
三
期

二○

一
九
年
七
月

V
ol.16

N
o.3

July,
2019

公
共
管
理
学
报

数据，因而向下施加更大的数字生产压力；市、县扶

贫办作为数字的转包方是承上启下的，所以不断加

大表格设计与收集的力度以完成上级任务；乡镇扶

贫办是数字的承包方，“多快好省”地呈报表格、生

产数字是他们的行为模式。处于执行链底端的乡镇

扶贫办是填写、录入表格的主力军，精细的类别设

计、严苛的填报要求常常让他们疲于奔命。

当被问及扶贫政策执行中的困难，L 县扶贫办

副主任说：

“首先就是填表报数的问题，很多填表报数造

成乡镇负担过重，本身他们文化程度不高，填写要

表要数，给他们造成的压力很大。”（访谈资料

20180716L02）①

S 镇扶贫办工作人员向我们诉苦：

“16年、17年的时候经常加班，周末都不休息。

表格太繁重，重复性很大。关键这些表格是没有绩

效产出的，同样的信息来回填，谁还能有时间去寻

思贫困户为啥贫困，怎样帮他脱离贫困，光是填表

就忙不过来了。省里来个表格，市里来个表格，还有

县里和本乡镇的表格，填错了就要推倒重来。往系

统里录入表格全靠这几个人，压力很大。”（访谈资

料20180720S05）

把扶贫工作中紧缺的人力都投入到各类表格

的填写中，既浪费了人力资源又增加了行政成本。

同时由于表格的数字生产在基层执行人员的时间

分配中占据了大量比重，这使他们缺乏足够的精力

进村入户、深入调研、精准施策，这种舍本求末的现

象极易将扶贫政策的执行裹挟进形式主义的泥潭。

4．1．2 数字生产后的检查与清洗

精准扶贫中数字的生产并不是一劳永逸的，随

着扶贫工作的纵深推进，扶贫对象的贫困程度、扶

贫资源的统筹协调、扶贫指标的系统调整都处于变

动之中。因此表格数据不能“一录了之”，而是需要

及时的更新以及严格的监控。2017 年 5 月，L 县开

展了“入户走访暨档案规范”集中活动。一方面，对

2014 年识别与退出档案逐村重点核实，对 2015

年、2016 年识别与退出档案查缺补漏进行完善。另

一方面，对 2014 至 2016 年度已脱贫贫困户进行核

实，重点核查 60 岁以上贫困户、家中有危重病人、

无儿无女、老幼、以老养残、一户多残、病残等脱贫

不稳定贫困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家庭收入情况等，

对出现的问题责令整改。活动期间共走访贫困户

11125 户，梳理汇总问题 35 条。

除此之外，还有省级扶贫办的多次扶贫数据清

洗工作，即在国家扶贫信息管理系统中比对数据的

逻辑关系。通过各个部门联网的大数据，查找错误

信息、残缺信息和逻辑关系异常信息，最后将信息

进行反馈，要求乡镇具体核实信息的正误并查明原

因。

乡镇扶贫办人员说：

“能够发现一些已经死亡的但还在信息系统

里，家里有车有房但还是贫困户等等这样一些情

况。这项工作能验证和保证数字的真实性，就是工

作量太大。”（访谈资料 20180711S07）

扶贫政策执行中的信息动态管理优化了扶贫

工作的精准度，但表格数据的检查与清洗在一定程

度上也加重了基层的工作负担。

4.2 基层政策执行的避责倾向

压力型体制使基层组织的贫困治理折射出政

策执行的避责倾向，而附着于压力型体制上的目标

加码、量化考核和督查问责又塑造了政策执行的具

体样态，对政策效果产生了深远影响。

4．2．1 压力型体制中的“压力”

在基层扶贫工作中，组织的压力型体制结构带

来了三大压力：

（1）扶贫目标的层层加码与逐级放大。在中央

表格类别 表格名称

精准识别类 扶贫对象申请表、贫困户入户调查表、贫困户信息采集表、贫困户帮扶记实表、民主评议统计表、贫困户家庭收入及脱贫情况核定表、建档立卡贫困户名单表、建档立卡贫困户退出表

精准管理类 建档立卡贫困户脱贫稳定性入户走访情况统计表、建档立卡贫困户返贫率统计表、省定扶贫工作重点村精准退出情况统计表、省定扶贫工作重点村退出精准完成率统计表、贫困户脱贫计划表

精准帮扶类 精准帮扶项目申请表、精准帮扶项目预算表、扶贫项目调查表、扶贫资金项目收益分配率统计表、项目惠及贫困人口精准扶持率统计表、扶贫特惠保险情况统计表

精准考核类 扶贫工作群众满意度统计表、帮扶责任人到位率走访贫困户统计表、帮扶责任人到位率统计表、现场核查扶贫项目基本情况汇总表、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评价表

表2 基层扶贫政策执行中的表格汇总

①访谈资料编码规则：访谈日期+访谈地点+访谈对象编号，如“访谈
资料 20180716L02”含义为：2018年 7月 16日在 L镇对编号为 02的
扶贫办人员的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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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布“十三五”扶贫攻坚规划后，有 13 个省提出要

用 2~3 年时间实现全省贫困人口脱贫，这比国家

层面的规划时间提前了 2~3 年。2016 年，L 县的国

家标准脱贫计划是 6800 人，省定标准脱贫计划是

10278 人。而根据 L 县 2017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2016 年累计脱贫人数达 38705 人，从国家到省再

到基层，脱贫指标被成倍地放大。那么如何完成这

些指标？县委、县政府分别与 15 个乡镇（街区）签订

责任状，各乡镇分别与行政村签订责任状，层层传

导工作压力。实行领导干部、党员干部和部门单位

相结合的精准扶贫“包保责任制”。“层层责任状”

即为上级部门的“层层免责单”[36]，基层成为组织

链条中的责任承担者。在这种压力倒逼下，政策执

行人员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帮扶贫困户精准脱贫

有待考量，这也为基层组织后续的各种填表应对行

为埋下了“体制性伏笔”。

（2）督查巡访之多与考核指标之细。首先是考

核的主体与形式多样，省抽查、市督查、县核查、交

叉互访、第三方暗访等等层出不穷。如第三方暗访

即指：

“委托一些中介，不给基层政府打招呼，到县

里、乡镇、村里，看你某项工作的成效。你说危房改

造完了，我看贫困户是不是还住在危房里。”（访谈

资料 20180717L03）

其次是考核次数频繁，由于 JN 市贫困人口位

居全省第二，而 L 县又是 JN 市扶贫攻坚两大重点

区域之一，所以经常“迎来送往”各类检查团，《L 县

2017 年度扶贫开发工作总结》中就提到“2016 年 7

月省扶贫办、省财政厅，2017 年 3 月市审计局，

2017 年 5 月省对调检查，2017 年 7 月省审计厅，

2017 年 8 月市审计局，2017 年 3 月到 6 月市扶贫

办”等 7 次各级调研检查。同时，县扶贫办工作人员

说：

“2018 年是作风建设年，要对原来 15、16、17

年开展的工作进行一个纪委的监督、巡查巡视审

计，通过这种方式来看看这几年扶贫工作取得的成

效和采取的措施，看看这其中有没有腐败问题。”

（访谈资料 20180707L03）

十八大之后行政问责制不断强化，JN 市扶贫

开发领导小组将 2018 年第二季度作为“问题整改

落实季”，因此各类检查较往年更多。

最后是量化考核指标十分细致（如表 3 所示）。

一方面，表格填写规范与改写情况是考核中的一项

重要内容；另一方面，一项项细化的指标都需要创

设各种表格予以确认和落实，因此细致的量化指标

也催生了大量表格。

（3）考核之后的严肃问责与高压惩治。精准扶

贫是一项政治任务，更是被列为“一把手”工程。

“干扶贫压力比较大，哪一个工作的问责都没这

个扶贫工作力度大。干得好不一定有奖励，但出现

问题一定会严厉问责。”（访谈资料 20180721S02）

这就是扶贫工作中“一票否决”的负向激励机

制。

4．2．2 问责背后的“避责”

组织中激励设计的目的是诱导有利于组织目

标的行为，但是，如果激励设计不当，就会导致与组

织目标相悖的行为[4]。无论是扶贫目标的层层加码，

还是督查、考核与问责，这些机制设置的初衷都是

强化基层执行人员责任、优化精准扶贫工作效果。

但在实际运行中，却出现了与政策设计相背离的情

况：面对负向强激励下过高的责任风险，基层被动

员起来用填表、留痕的方式来规避或对冲这种压

力———最重要的不是扶贫工作的成效，而是自身不

被问责。在这个过程中基层组织过分强调“痕迹管

表3 县级党委、政府和县扶贫办考核情况评价表

被考核主体 考核指标 分值 得分 主要问题

县级党委和政府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减贫计划精准完成率（退出准确率） 20
省定扶贫工作重点村退出精准完成率 10
帮扶责任人到位率 10
扶贫工作群众满意度 20
建档立卡贫困户返贫率 20
扶贫资金项目收益分配率 10
项目惠及贫困人口精准扶持率 10

县扶贫办

工作规范性、实效性 70
作风建设 20
改革创新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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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类型 收入来源 数量（单位：元）

A.扶贫产业
项目收入

A1.在项目就业收入
A2.项目分红收入（分项目分年度记录）

B.财产性收入
B1.财产租赁、转让或变卖
B2.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所得

C.经营性收入
C1.个体私营经营收入
C2.种植业生产经营收入
C3.林牧渔业生产经营收入

D.工资性收入 D1.务工工资（不含在本村扶贫项目就业收入）

E.转移性收入

E2.五保金 E10.民办教师退休补贴
E3.基础养老金以外的其他养老金 E11.库区移民补贴
E4.高龄补贴（80岁以上） E12.生态补偿金
E5.残疾护理、生活补贴 E13.农支地保、良种补贴
E6.退伍军人补贴、抚恤金等 E14.赡养费、抚养费
E7.计划生育补贴 E15.社会捐赠（临时救助）
E8.退休村干部补贴 E16.其他

收入来源
E1.低保金

数量（单位：元） 收入来源
E9.教育资助、营养餐补助

数量（单位：元）

表4 贫困户收入情况调查表

注：本表的“转移性收入”部分把政策执行组织统计收入的原始表格做了分列处理，原始表格为一列。

理”的重要性，甚于对扶贫成效的关注。例如将上级

临时下派的表格全部纳入未来常规工作、做好各种

民主评议会的记录表等等，让一切工作有据可依、

有表可查，其程度之深甚至已滑向“痕迹主义”。L

县扶贫办官员直言：

“必须得这样走程序，才不致于你的工作走偏，

这也是一种自我保护。”（访谈资料 20180709L03）

同时他们也抱怨，迎评送检太多，占用了大量

时间，打乱了本身的工作安排。大家都被牢牢拴在

应对考核上，对贫困户的帮扶反而被搁置了，形成

了“认认真真走程序，踏踏实实走过场”的政策执行

行为。

4.3 基层政策执行的乡村场域

基层组织所处环境的不确定性决定了其必须

是一个开放、权变的系统。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组织

与环境不断进行着能量与信息的交互，最终作用于

基层组织的执行行为。

4．3．1 场域对组织的外输入

如何实现精准识别是精准扶贫的首要工作，但

是立足在乡村场域中的贫困对象瞄准却遭遇了客

观、主观两方面的阻碍。从客观上来看，农民的收入

来源十分多元化，造成了量化的困难；从主观上来

看，“有一些贫困户不思进取，光等党的政策的扶

持，自己不发挥能力，只是坐在阳光下等小康，扶贫

难扶志。”（访谈资料 20180729S07）

部分贫困户存在“等靠要”心态，甚至已经脱贫

又不想摘帽。如何有效识别真正的贫困户，同时让

已脱贫的贫困户及时退出？面对这种环境特征，政

策执行组织选择统计收入的表格工具予以解决，如

表 4 所示。表格有利于在前期充分了解贫困程度建

档立卡，在后期及时把握帮扶进展予以退出。但也

正因如此，才衍生出前述的“表海”乱象。

4．3．2 组织对场域的内输出

乡村场域特征决定了基层组织选择表格作为

重要的政策执行工具，但组织在这个过程中并不是

无能为力的，它会运用地方性规则对环境产生影

响。这种影响有三个表现：

（1）变通地统计贫困户收入情况。个体瞄准机

制得以操作化依赖于两条假设：一是所有公民的收

入结构是类似的，二是社会成员的收入可以精确地

被测量出来[37]。但是现实情况却截然相反。农民习

惯于追求一种简约、模糊的思维方式，同时受制于

受教育水平，对于各种类收入他们自己也说不清道

不明。加之中国传统观念中“穷要外诉、财不外露”

的影响，农民并不愿意公开自己收入。因此对于测

量中的困难，基层会采用询问村会计和附近邻居、

最小估计等方法来推进工作。

“村上的会计最了解贫困户种了几亩地，种了

什么东西，像一亩地大概按最低 1000块钱收益来

计算。当然了，贫困户他们都认为，政府给我算的这

个收入很高，实际上我没有这么多收入。但只能这

样说，关于收入情况的统计基本上是准确的，但没

这么精确。”（访谈资料 20180723L02）

（2）僵化的指标对乡村传统道义观的冲击。乡24



村对扶贫工作存在朴素的正义观[38]，农民们对一些

好吃懒做、游手好闲的贫困户常常存在强烈的不

满，尤其是在一些勤勤勉勉过活、收支勉强相抵的

家庭未被评上贫困户时，农民更是心存抵制。但是

基层组织完全根据表格、数字的硬杠杠来识别，不

会顾及农民们的情感，这就会对乡村的传统道义产

生一定的冲击。

（3）基层自由裁量权导致的腐败。作为一线的

执行人员，基层组织被赋予了自由裁量的权力，基

层的自由裁量权是地方性规则的重要组成部分，它

的滥用会引发基层扶贫领域的腐败。根据 L 县监

察委员会的通报：“截止到 2018 年 1 月，L 县通过

自查自纠，发现贫困人口识别不精准问题 22 条，农

村危房改造对象识别不精准、优亲厚友问题 14 条

……。”

总之，以上三个表现都反映出在组织与环境互

动过程中政策执行可能出现的瞄准偏差，而这些瞄

准偏差在后期可能引致更多表格的派生。

5 结论与讨论
本文首先将研究问题聚焦在基层精准扶贫中

的“表海”现象上，把精准扶贫深陷“表海”的政策执

行行为视为组织行为，从组织分析的视角出发深挖

基层政策执行背后的多重逻辑。通过对组织理论的

细分，可以立足于组织内部、组织间关系、组织外部

环境三个维度认知组织特征：由于基层组织自身的

工具理性及技术治理模式、上下级间的压力型体制

带来的负向激励与强力问责、基层行政组织外部场

域的特征，使基层的精准扶贫政策执行呈现出技

术、避责、场域三重逻辑。技术逻辑强调扶贫中技术

治理的模式和潜在的技术风险，避责逻辑重视压力

型体制中基层的压力表征和避责策略，场域逻辑侧

重分析组织与其外部环境的互动对政策执行造成

的影响。综上分析建立起了“组织分析视角下基层

政策执行的多重逻辑框架”。总之，三重逻辑会共同

作用于基层的政策执行，但是影响权重有所差异：

十八大之前技术逻辑占主导，而之后避责逻辑成为

中心逻辑，场域逻辑则是一直存续在基层的政策执

行中。

本文通过对 L 县及其下辖 S 镇的个案研究来

阐述这一分析框架，之所以选择这两个基层政府，

不是因为其政策执行更具典型性，相反，这两个基

层组织中出现的填表困境在其他地区也十分普遍。

我们的目的是通过个案研究的优势更好把握基层

组织在扶贫政策中的行为脉络，在组织分析视角下

深剖政策执行行为的有效性与可行性，并能够在未

来将这个框架扩展到更广领域的政策执行分析中，

而不只限于精准扶贫。

需要强调说明的是，本文不否定表格在精准扶

贫工作中的突出贡献和作用，也承认表格是提升扶

贫精准度、检验基层工作成效的重要工具。我们感

兴趣的是以“表海”为表征的政策执行背后的逻辑，

这对于政策领域的执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同时，

本文探讨了基层政策执行过程中有哪些行为逻辑，

侧重于对多重逻辑的厘清与凝练。而技术、避责与

场域三重逻辑之间是相互影响、彼此互动的，限于

访谈资料的支撑，本文疏于对逻辑之间关系的深

耕，这也是值得未来继续延伸讨论的主题。

政府执行力问题的研究方兴未艾，在中国极富

特色的组织结构中如何实现压力型体制的优势发

挥、怎么激发对技术治理中人本关怀的更多思考，

值得未来理论界与实务界共同探讨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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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interpretation and work processing mechanism. Therefore, the objectiv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illus－

trate how street-level bureaucrats use stereotypes as a tool for exercising discretion. Based on the second-order

division of stereotype application and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f street-level bureaucracy, an "activation-ap－

plication" analysis framework of the stereotype application was constructed. Meanwhile, a case study of family

doctor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D Street Community Health-care Center of G City was conducted. It is found

that street-level bureaucrats categorize policy objects according to their attributes, and associate policy objects

with the gene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groups they belong to, so as to activate stereotypes. Secondly, the activa－

tion of stereotypes does not directly lead to the application of stereotypes. There are many levels of intermedi－

ary factors between them, such as organizational system, street-level bureaucrats' personal factors and policy

objects, which providing driving force and legitimacy to the application of stereotype. Driven by intermediary

factors, Street-level bureaucrats choose appropriate behavioral strategies based on stereotypes that have been

activated. As a result, the application of stereotypes not only results in negative policy effects such as imple－

mentation deviation and inadequate responsiveness, but also brings self-fulfilling prophecies to street bureau－

crats and poses a stereotype threat to policy objects. The discussion of intermediary factors in this study also

provides corresponding policy enlightenment for blocking the flexible behavior of street-level bureaucrats in

policy implementation and correcting the policy implementation deviation. Furthermore, this research opens a

micro window to se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xercise of discretion of street-level bureaucrats and the de－

viation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the Chinese scene. Meanwhile, it also extends the thinking dimension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 results from the policy effect to the psychological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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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hy the policy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fell into the dilemma of filling amounts of tables?

This study attempts to answer this research ques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The theo－

retical framework was constructed by the logic of organizational analytical framework, charasteristics of organi－

zational operation, mechanizam of local policy implementation and the results of local policy implementation.

Based on the dimensions of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organizational environment,and relationships among organi－

zations, the policy implementation of the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was characterized as three logics, namely,

technique, blame avoidance and arena. To be specific, the techinique was defined as tool rationality and tech－

nical governance, and the blame avoidance refered to negative incentive and strong accountability which were

caused by stress regime among different administrave levels. However, the arena means specific context where

the policies are implemented. These three logics altogether had influence on the the local policy implementa－

tion, resulting in the shift from the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to filling the various tables. Before 2012, the

logic of technique dominated the local implementation of policy, whereas the logic of accountability has been

the main factor after 2012. Besides, the logic of arena has always influeneced the local policy implementation.

This study described the mechanism of the three logics based on the case of L county and S town in Shandong

Province by field work and deep int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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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transformation with pressure from old and new contradictions, fre－

quent local policy resistances have indicated, that there are new challenges for construction of modern respon－

sive government in China. Faced with tension between "policy objectives" and "social stability", local govern－

ments' selective response in policy resistances is particularly critical. Based on 20 policy protest events, it used

mixed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 and devised a three-dimensional model of local government selective re－

sponse from perspective of policy risk return, namely "consistence of government and people's appeals", "aver－

sion of risk and accountability" and "unity of policy resistance". It compared three typical resistance cases and

analyzed local government's responsive choices with internal logic in policy resistance, including "low response

by discourse", "moderate response by policy adjustment" and "high response by policy change". It is found

that, with nature of ration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man, local governments play interest games around "risk

and return" in policy resistance, and their ultimate responsive strategy will also be constrained by their cogni－

tive, responsive and disposal abilities. It is a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of local governments' selective response

and action logic in policy resistances, and has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modern responsive gov－

ernment transformation. The limitation is, due to the restriction of "incidental" characteristic of policy resis－

tances, the research cases' structural degree needs to be further 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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